
中国劳动参与率变化： 继续下降还是已经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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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统计局并未正式公布全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 但从汇总数据推算， 近年来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 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劳动参与

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本文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三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 计算并分析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研究发现，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参与

率和就业率持续下降； 城市的本地劳动年龄人口中， 受教育程度等于或低于中学水平的劳

动者， 其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存在显著下降。 本文辅助使用其他抽样调查数据， 也得到了

相同的结论。 由此推断， 中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 宏观经济会因劳动投入减少而削弱增长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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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经过 ４０ 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 只有把中高速增长状态保

持下去， 才能顺利迈入高收入阶段 （林毅夫、 刘培林， ２０１８）。 但 ２００８ 年以来， 中国

的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 能否保持和如何保持中高速可持续增长， 成为全社会关注

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 中国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

作为传统增长动力的固定资产投资， 其增速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０％ 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 ９％ ，

已低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７％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增长率。 当高投资这个经济增长动力不

再起作用的时候 （附图 １）， 另一个推动增长的重要动力———劳动力供给， 在发生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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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呢？ 劳动力供给是否对增长的贡献也在消失， 甚至已成为负面因素？ 以上担忧

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 二是劳动参与率在最

近 ２０ 年来一直呈下降态势。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较为稳定。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下

降开始受到关注， 姚先国和谭岚 （２００５） 推测是激进的国企改革使职工分流下岗导致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２００５ 年， 国企改革结束， 就业形势好转， 但劳动参与率并未恢复

到国企改革之前。 吴要武 （２０１５） 发现工资水平持续提高时， 收入效应会超过替代效

应， 从而为劳动参与率下降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其认为工资上升使劳动供给曲线发

生了向后弯曲， 在扩展边际上， 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下降， 并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
用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５ 年的中国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数据验证了上述判断。 ２０１０ 年， 中国的

劳动参与率与 ２００５ 年持平， 学术界认为这可能是劳动参与率企稳回升的一个转折点。
蔡昉 （２０１６） 认为面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提高劳动参与率应作为延续传统增长模式，
维系高速增长的对策之一。

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的汇总数据可以推算出， 中国劳动参与率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

呈持续下降态势， 但 ２０１０ 年以后， 劳动参与率开始上升。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劳动参与率

（就业率） 比 ２０１０ 年大约提高了 ２ 个百分点 （附图 ２）。 按照这个数据， 中国的劳动力

总量一直在上升， 从维持传统高增长模式的角度来说， 这是个乐观的信息。 然而， 中

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 ７４ ５％的最

高点；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总量达到 １００５８２ 万人的最高点。 在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总量

减少的情况下， 劳动力数量持续上升的唯一可能， 是劳动参与率在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抵消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宏观数据显示的劳动参与率变化， 其根本还是在于家庭层面的劳动供给决策转变。

如果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是家庭成员减少劳动供给时间， 推动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因

素， 那么，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 工资水平在继续提高， 劳动参与率理

应继续保持下降态势。 似乎无法确定中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能够对家庭的市场决

策产生冲击， 从而把持续下降近 ２０ 年的劳动参与率重新拉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５ 年 １％ 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中， 并未公布失业者数量，

无法计算劳动参与率， 但可以使用该数据计算出就业率， 由于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变

化方向具有一致性， 从而能推测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状况。 根据计算可以发现， 就业

率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持续下降，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就业率显著下降了 ５ ６４ 个百分

点。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总量为 １００３６１ 万人， 仅仅因为就业率下降， 实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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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便减少 ５６６０ 万人， 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厘清就业率和劳动参

与率在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变化， 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如果劳动力总量还在持续增长，
传统的增长模式或许能维系下去； 如果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 传统的增长模式走到了

尽头，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本文旨在探析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变化状况， 判断中国近期是否发生了

劳动参与率或就业率的重新上升。 在技术上， 由于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普

查及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劳动参与率结论存在不一致的问题， 本文只能寻找国家统计

局以外的独立抽样调查数据， 观察劳动参与率或就业率的变化方向。 本文通过使用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以下简称 “国家卫健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的三轮中国流动人口动

态监测调查数据， 发现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此期间仍然呈现出

下降态势， 与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就业率变化趋势相一致：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 城镇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一直在持续下降， 成为全国就业率下降的推动力量。

从谨慎性原则出发， 本文还使用了其他几个学术机构独立的抽样调查数据， 验证了中

国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并未呈现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

倘若将单一的抽样调查数据所发现的， 中国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趋于下降这一结

论， 定义为 “弱证据” 的情况下， 那么多个抽样调查数据所发现的共同结论， 便可以

定义为 “强证据”。 本文通过综合使用多个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中国的劳动力供给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趋于减少， 宏观经济会因劳动投入减少而削弱增长动力。

二　 理论基础与数据来源

（一） 城乡人口分布变化对就业率的影响

本文拟使用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来推断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 首先从

理论上需明确劳动力城乡分布的变化对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影响， 才能理解为什么

城市本地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下降能够拉动全国就业率的下降。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

时也是农业劳动者在总就业中占比下降的过程， 这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统计事实。 劳

动力与人口是一体的， 非农就业集中在城镇地区， 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 意味着城

镇化水平的提高。 尽管中国城镇有户籍制度的阻碍， 农村有家庭承包土地制度的限制，
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能够吸引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迁移， 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程度

在持续提高。 由于城乡人口在就业率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分析中国的就业率变化趋势

时， 对城乡劳动年龄人口分布变化进行分析， 能找到就业率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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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在一个比较静态框架下模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对城乡就业率的影响。

如表 １ 所示， 假定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为 １００００ 人， 初始分布为城镇

３０００ 人， 农村 ７０００ 人。 假定城镇与乡村的人口年龄结构完全一致且就业率都是 ８５％ 。

接着， 假定发生了乡城迁移， 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了 １０００ 个劳动者并全部就业。 在初

始状态下， 城镇有劳动者 ２５５０ 人， 一旦接受了农村转移来的 １０００ 人， 城镇劳动者变成

３５５０ 人； 城镇总人口变成 ４０００ 人。 这时城镇的就业率提高到 ８８ ７５％ 。 农村减少了

１０００ 个劳动者， 劳动者下降到 ４９５０ 人； 同时农村减少了 １０００ 人， 农村人口下降到

６０００ 人。 农村的就业率由 ８５ ００％ 下降到 ８２ ５０％ 。 乡城迁移并不影响全社会的就业

率， 仅仅通过改变劳动者的城乡分布， 进而改变了城乡内部的就业率。

表 １　 人口的城乡分布与就业率 （第一期）

第一期 城镇 农村 全国

Ａ： 初始分布

劳动年龄人口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劳动者 ２５５０ ５９５０ ８５００

就业率（％ ） ８５ ００ ８５ ００ ８５ ００

Ｂ： 发生乡城迁移

劳动年龄人口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劳动者 ３５５０ ４９５０ ８５００

就业率（％ ） ８８ ７５ ８２ ５０ ８５ ００

　 　 资料来源： 作者模拟计算得到。

到城镇寻求务工经商的劳动者， 提高了城镇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若以中国人

口普查数据中的就业率变化为准， 中国城镇的就业率存在下降的趋势， 可以推断， 这

是由城镇本地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所引发。 本文将做一个新的假设并模拟乡城迁移后

发生的变化。

如表 ２ 所示， 当城镇本地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后， 一部分人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

转入家庭内的生产服务和享受更多闲暇。 这时， 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减少， 就

业率下降。 假定观察到的城镇劳动年龄人口 （包括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 的就业率仍

为 ８５ ００％ ， 那么， 城镇本地人口实际上有 １５０ 个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时， 农村

人口的就业率没有变化， 仍然为 ８２ ５０％ ， 但城镇本地劳动者的退出， 不仅将城镇就业

率降到 ８５％ ， 也把全国总就业率拉低到 ８３ ５０％ 。 从表 ２ 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到， 农村和

全国的就业率均趋于下降， 且下降的原因是城镇本地劳动年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

·０２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４ 期



上述模拟可以解释中国城乡就业率变化， 也为随后的研究策略设计提供指导。 本文预

期，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中国的就业率应趋于下降， 而城镇本地人的就业率下降推动了全国

就业率下降。

表 ２　 人口的城乡分布与就业率 （第二期）

第二期 城镇 农村 全国

劳动年龄人口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劳动者 ３４００ ４９５０ ８３５０

城镇实际就业率（％ ） ８５ ００ ８２ ５０ ８３ ５０

本地劳动者 ２４００ — —

本地人口的实际就业率（％ ） ８０ ００ — —

　 　 资料来源： 作者模拟计算得到。

将表 １ 与表 ２ 结合起来， 可以解读为： 在改革开放初期， 如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５ 年， 乡城

迁移的人数较少， 当城镇本地人口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时， 农村劳动力流入来填补他

们的工作岗位， 也拉高城镇的就业率。 由于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低， 当时的

收入水平也低， 城镇本地人口的就业率即使出现了下降， 对全国就业率的影响也有

限①。 １９９５ 年以来， 城镇工资水平开始迅速提高， 收入效应开始在城镇本地人口中占

主导地位， 引起就业率下降； 乡城迁移的数量显著增加， 对缓解城镇就业率下降的贡

献增大。 由于城镇化水平在快速提高， 城镇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下降开始显著拉低全国

的就业率。 由上述模拟结果， 可得到以下判断：

第一， 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 在城乡重新配置劳动力， 会改变城镇与农村的就

业率。 第二， 全国就业率显著下降时， 人们容易误认为农村就业率下降是贡献性因素，

事实上存在乡城迁移的条件下， 城镇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下降才是真正的推动力量。

当我们观察到城镇就业率保持稳定或轻微下降时， 实际上已发生本地人口就业率

的显著下降。 为什么城镇本地劳动年龄人口会率先降低就业率呢？ 本文的解释是： 当

市场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时， 劳动力供给曲线发生后弯，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

城镇劳动力市场因收入水平较高， 其将先发生供给曲线后弯， 就业率下降。 由于户籍

制度将城市人口区分为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 根据本文所使用数据的特征， 可得出两

个待检验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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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 １： 城镇本地人口的劳动供给减少， 既发生在扩展边际上， 表现为劳动参与率

和就业率下降， 也会发生在集约边际上， 表现为工作时间减少。
推论 ２： 由于存在城乡二元体制， 城市流动人口是个就业意愿强的群体， 面对工资

上升， 他们一直会保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但会在集约边际上减少工作时间。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国家卫健委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检验以上两个推论。 国家卫健委提供的关于这个系列调查的技术材料显示， 抽样调查

是在流动人口目的地进行， 覆盖 ３１ 个省份的大部分地级市， 样本在省级层面具有较好

的流动人口代表性。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 户籍决定了居民是否享受城市的制度性优

待， 城市通常把流动人口视为 “外来人口”， 以便和拥有本地户籍的居民作区分。 本文

按照国家卫健委的统计定义， 使用 “流动人口” 定义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外来人口群

体， 以 “本地人口” 定义城镇本地户籍的居民， 从而对比研究城镇劳动力市场上这两

类群体的劳动参与及其变化情况。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已连

续调查了 １０ 年， 但仅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分别在 ６ 个、 ８ 个和 ８ 个城市同

时做了本地户籍人口的抽样调查， 本地户籍人口的调查问卷与流动人口相同， 可用来

和流动人口做对比研究， 且样本城市从人口规模和地域分布上， 能够代表中国城市劳

动力市场。
在这三个调查年份里， 只有北京、 上海、 无锡和苏州在两个年份进入本地人口的

样本城市， 其他 １４ 个城市均只进行了一轮调查。 在测量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时， 不

同城市意味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次级劳动力市场， 将不同城市和年份的调查样本混合起

来， 观察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变化， 会存在测量误差， 而同一个城市内不同调查时点的

调查结果更具有可比性。 考虑到城市的变化是测量偏差的主要来源， 为了降低测量偏

差， 首先， 本文在回归分析时， 将每个城市当年的人均 ＧＤＰ 作为控制变量， 代表一个

城市的发展水平， 以减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 其次， 本文还将在回归方程中，

控制城市的固定效应。
若以中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结果为准， ２０１５ 年全国的就业率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

了 ５ ６４ 个百分点， 但城市的就业率仅下降 １ ０８ 个百分点。 本文使用城市调查样本来检

验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变化， 倘若在城市样本里观察到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出现显著

下降， 那么就可以推断，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总就业率和总劳动参与率在下降， 而不是在反

弹。 按照对劳动力的统计定义， 本文使用 １６ ～ ６０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测量劳动力市

场参与变化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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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更加准确可信的判断， 本文进一步观察 ２５ ～ ５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力

市场参与变化： 在生命周期上， 这是最佳年龄阶段， 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已稳定但尚

未进入退休年龄。 从历次中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看，

２５ ～ ５４ 岁人口的变化都很轻微。 倘若在本文使用的抽样调查数据中， 发现 ２５ ～ ５４ 岁劳

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发生了显著下降， 那么就可以推断， 中国劳动参与率趋

于下降。

在使用抽样调查数据来分析中国劳动参与率或就业率的变化趋势时， 需要谨慎对

待抽样调查数据自身的可信性。 为了获得稳健和可信的判断， 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办法

是观察更多的独立抽样调查数据， 即使一个抽样调查数据不够可靠， 但使用多个抽样

调查数据之后， 多个数据之间就能起到相互辅证作用。 即使每个数据都会有误差， 但

这些不同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会收敛于某个范围。 这相当于对大数定理的运用， 增加

了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性。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 中国就业率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趋于下降，

但其精确的下降时间尚无法确定。 本文使用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包含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时点， 如果把 ２０１５ 年视为就业率 “变化后”， 则需要考

虑如何处理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第一种方法是分年份观察， 可以在回归分析时将 ２０１０ 年定

义为控制组， 观察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截距系数； 第二种方法是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合

并， 定义为就业率 “变化前”， 将 ２０１５ 年定义为 “变化后”。 虽然上述做法存在统计误

差①， 但对 ２０１５ 年的就业率或劳动参与率变化的测量会更稳健。

把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合并处理， 其依据为： 中国的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总量在 ２０１３ 年达

到了最大值， 这是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的标志性时间； 同时， ２０１３ 年政府劳动部门推

出稳岗补贴等政策， 但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 在当年 ５ 月 （调查时间） 尚未出台和执

行； 此外， 从统计局公布的失业人数来看，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０ 年指标近乎持平， 随后便开

始迅速增长 （吴要武、 陈梦玫， ２０１８）。 由此可知， 就业率或劳动参与率下降通常发生

在经济发展状况较差期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则是经济周期的底部。 从这个意义上看，

把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都视为 “变化前”， 符合经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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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连续下降， 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视为 “变化前”， 就

低估了 “变化前” 的就业率， 从而低估了 ２０１５ 年相对于 ２０１０ 年真实的变化程度； 如果 ２０１３
年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高于 ２０１０ 年， 那么把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３ 年合并视为 “变化前”， 也同

样低估了相对于 ２０１３ 年的变化幅度。



三　 描述性统计与基准估计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 １６ ～ ６０ 岁和 ２５ ～ ５４ 岁两个口径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描述性统计结

果如表 ３ 所示。 在 １６ ～ ６０ 岁的被调查人口中， 加权平均的劳动参与率并无下降的趋势。

２０１０ 年， 劳动参与率为 ８３ ４３％ ； 在 ２０１３ 年， 该指标上升到 ８７ ７７％ ， 进而又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４ １４％ ， 略高于 ２０１０ 年。 然而， 在这三个年份的调查样本中，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抽取的流动人口样本量都远远超过本地人口样本， 由此总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

率并不反映真实情况， 只有分人口群体观察， 才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
本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７ ９０％ ， 小幅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８ ４２％ ， 随

后又显著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９ １６％ ； 就业率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２ ３９％ ， 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５ ７９％ ， 又显著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６ ０６％ 。 流动人口的劳

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也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 在 ２０１３ 年先显著上升， 随后在 ２０１５ 年下

降至低于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 可以看出， 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要比本地人口高得多。

继续观察 ２５ ～ ５４ 岁样本， 其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与 １６ ～ ６０ 岁样本相同： 本地人口的

劳动参与率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３ ３７％ ， 小幅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３ ８６％ ， 在 ２０１５ 年则下降到

７８ ６６％ ， 降幅超过 ５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其在 ２０１３ 年比 ２０１０ 年上升

了 ２ ２２ 个百分点， 到 ２０１５ 年， 则下降到略低于 ２０１０ 年的水平。
表 ３ 下半部分报告了就业率的变化， 总体上 ２０１３ 年的就业率比 ２０１０ 年有显著的上

升。 分人口群体看， 本地人口的变化幅度更大， 对于 １６ ～ ６０ 岁人口群体来说， 本地人

口的就业率从 ７２ ３９％上升至 ７５ ７９％ ， 达到 ３ ４０ 个百分点， 到 ２０１５ 年， 则又下降了

９ ７３ 个百分点， 此时的就业率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了 ６ ３３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的就业率保

持同样的变化趋势， 但其在 ２０１５ 年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不到 ２ 个百分点。 进一步观测可以发

现， ２５ ～ ５４ 岁样本与 １６ ～ ６０ 岁人口群体的变化趋势一致， 但 ２０１５ 年本地人口就业率

下降幅度减小， 其仅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了 １ ６７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同样趋于下

降， 其在 ２０１５ 年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了 １ ４４ 个百分点。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本地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预期相一致， 劳动参

与率和就业率虽有波动， 但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流动人口一直有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和

就业率， 但与 ２０１０ 年比较而言， 流动人口在 ２０１５ 年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均显著下

降， 即使在 ２５ ～ ５４ 岁年龄阶段， 这个趋势也同样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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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三个年份劳动力市场状况

１６ ～ ６０ 岁 ２５ ～ ５４ 岁

小计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小计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劳动参与率（％ ）

２０１０ 年
８３ ４３

（１６３３７）
７７ ９０
（８１５７）

８８ ９６
（８１８０）

８６ ４４
（１２４８５）

８３ ３７
（６３９０）

８９ ７５
（６０９５）

２０１３ 年
８７ ７７

（２４３０７）
７８ ４２
（７４４１）

９１ ９０
（１６８６６）

８９ ５２
（２０６０４）

８３ ８６
（６２００）

９１ ９７
（１４４０４）

２０１５ 年
８４ １４

（３７１５５）
６９ １６

（１１６７２）
８７ ７１

（２５４８３）
８７ ０８

（２９６００）
７８ ６６
（８８８２）

８８ ８１
（２０７１８）

就业率（％ ）

２０１０ 年 ８０ １６ ７２ ３９ ８７ ９０ ８２ ９２ ７７ ５２ ８８ ７２

２０１３ 年 ８６ ２３ ７５ ７９ ９０ ８４ ８８ ２６ ８１ ６４ ９１ 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８２ １０ ６６ ０６ ８５ ９２ ８５ ３３ ７５ ８５ ８７ ２８

总观测值 ７７７９９ ２７２７０ ５０５２９ ６２６８９ ２１４７２ ４１４２７

　 　 注： “劳动参与率” 窗格括号内为观测值； 下半窗格的 “就业率” 观测值与 “劳动参与率” 相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４ 反映了 ２５ ～ ５４ 岁人口中， 不同受教育程度个体的劳动参与变化情况， 以明确

城镇就业率下降的来源。 根据表 ４ 可知， 在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群体中， 本

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３ ９１％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９ ４７％ ， 又进一步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８ ６５％ ； 而流动人口则相对稳定一些，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期间从 ９１ ５５％ 轻

微下降到 ９１ ４７％ ， 又进一步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９ ８９％ 。 就业率的变化趋势与劳动参与

率一致， 流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 其在三个年份的就业率都高于本

地人口中同等受教育程度的样本。

在中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 本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期间整体平稳， 但在 ２０１５ 年均出现显著下降， 其中劳动参与率由 ８０ ０９％ 下降

到 ６７ ５４％ ， 降幅超过 １２ 个百分点， 就业率由 ７４ １５％ 下降到 ６４ ０６％ ， 降幅达到

１０ ０９ 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中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也趋于下降， 但降幅小于本地

人口。

通过对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可以看出，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

度的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群体， 其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均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 出现

了小幅下降。 流动人口中的中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群体， 其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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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幅度的下降。 但本地人口中的中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群体， 其劳动参与率和就业

率则出现了显著的大幅度下降①， 支持本文的推论 １。

表 ４　 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市场表现 （２５ ～ ５４ 岁）

劳动参与率 就业率

小计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小计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大专及以上（％ ）

２０１０ 年
９３ １２
（１９３８）

９３ ９１
（１３９８）

９１ ５５
（５４９）

８９ １３ ８８ ３６ ９０ ６６

２０１３ 年
９０ ２８
（４０３５）

８９ ４７
（２４１１）

９１ ４７
（１６２４）

８８ ９８ ８７ ６２ ９１ 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９ ４４
（８７０３）

８８ ６５
（４２３０）

８９ ８９
（４４７３）

８７ ９２ ８６ ４５ ８８ ７７

中学及以下（％ ）

２０１０ 年
８４ ９２

（１０５４７）
８０ ０９
（５００１）

８９ ４８
（５５４６）

８１ ５０ ７４ １５ ８８ ４４

２０１３ 年
８９ ３３

（１６５６９）
８０ ２４
（３７８９）

９２ ０３
（１２７８０）

８８ ０８ ７７ ７７ ９１ １５

２０１５ 年
８６ ３１

（２０８９７）
６７ ５４
（４６５２）

８８ ５６
（１６２４５）

８４ ４９ ６４ ０６ ８６ ９４

　 　 注： 括号内为观测值。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 经验方程构建

在城镇工作的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被统计为城镇人口， 又因户籍制度

无法真正融入目的地城镇。 如果在城镇没有找到工作， 流动人口就会返回出发地， 无

论城镇市场工资出现上涨还是下跌， 城镇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总是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城镇本地人口则会受市场供求和工资的影响， 调整市场参与选择。 利用流动人口市场

参与稳定这个特点， 将其作为控制组， 观察本地劳动年龄人口市场参与的相对变化，

本文构建如下经验方程：

Ｙｉ ＝ α ＋ Ｔｉβ ＋ Ｍｉγ ＋ Ｔｉ·Ｍｉδ ＋ Ｘ ｉρ ＋ ε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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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存在技能偏向型需求增长， 有利于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就业和工资增长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１１）。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对中国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工资能否继续保

持优势进行研究， 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同样存在技能偏向型需求增长。



式 （１） 中， Ｙｉ 为是否就业或是否劳动参与 （０ 或 １）； 等式右边的 Ｔｉ 为调查时间，

代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等三个调查年份； Ｍｉ 为两个群体， 本地人口赋值为 １，

流动人口赋值为 ０。 不同年份与群体人口的交互项系数 δ 是本文所关注的， 其捕获了城

市劳动力市场上两个人口群体在三个调查年份就业或劳动参与的相对变化情况。 Ｘ ｉ 为

观测样本的个人特征， 包括年龄、 性别、 民族、 婚姻状况等。 式 （１） 为线性概率模型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简称 ＬＰＭ）， 这样设定的好处是， 自变量的估计系数可以直

接解释为边际效应且不失其准确性①， 能够灵活使用控制性解释变量， 允许控制地区、

受教育程度等固定效应， 以解决异方差带来的估计偏误。 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

发现， 流动人口相对稳定的高就业率， 能作为测量本地人口劳动参与变化较好的控

制组。

工资持续上升带来的产业升级压力会传递到劳动力市场上， 带来技能偏向型需求

增长。 产业升级是高人力资本的互补品， 却是低人力资本的替代品 （Ｂｏｒｊａｓ， ２０１５），

国内学者对高校毕业生教育回报率的研究显示， 虽然高校的毕业生趋于增多， 但其相

对于高中生的收入优势反而有所提升， 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样出现了 “技能偏向型”

需求增长 （李蕾， ２０１６）。 可以推断， 城镇本地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会有更

不利的市场表现。 可以把式 （１） 扩展为：

Ｙｉ ＝ α ＋ Ｔｉａ ＋ Ｍｉｂ ＋ Ｅ ｉｃ ＋ Ｅ ｉ·Ｔｉ·Ｍｉｄ ＋ Ｘ ｉ ｆ ＋ ｅｉ （２）

在式 （２） 中， 进一步区分了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Ｅ ｉ， 将其划分为中学及以下受教

育程度的劳动者 （赋值为 １）， 和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 （赋值为 ０）。 通过对

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群体的分类， 可以依据受教育程度和户籍身份， 区分为 ４ 个次

级群体： （大学毕业生， 本地人口）、 （大学毕业生， 流动人口）、 （中小学毕业生， 本

地人口）、 （中小学毕业生， 流动人口）。 本地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小学毕业生，

其三次交互项的系数 ｄ 是本文所关注的。

（三） 基准估计结果

基准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从中可以发现本地人口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的劳动参与或

就业发生的变化。 首先， 当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参与时， 无论是模型 （１） 还是模型

（２）， 本地人口与 ２０１３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 但本地人口与 ２０１５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

为负， 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 这意味着， 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本地人口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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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 国际学术界在处理二分变量的因变量时， 较多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估计， Ａｎｇｒｉｓｔ
＆ Ｐｉｓｃｈｋｅ （２００９） 对此做了解释。



参与率出现了显著下降。 其次， 当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时， 在模型 （３） 中， １６ ～ ６０ 岁

本地人口的就业率在 ２０１３ 年显著提高， ２０１５ 年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仍高于 ２０１０ 年。 模

型 （４） 报告了 ２５ ～ ５４ 岁人口组的估计结果， ２０１３ 年与本地人口的交互项系数小于模

型 （３），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０１５ 年与本地人口的交互项系数下降到 ０ ０１２， 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 从就业的变化趋势看， 相较于流动人口， 本地人口的就业率并没有显

著低于 ２０１０ 年。

若把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都视为 “变化前”①， 以观察 ２０１５ 年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

化， 其估计结果如模型 （５） 至模型 （８） 所示。 如表 ５ 所示， 无论被解释变量是劳动

参与或就业， 本地人口与 ２０１５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本地人口的劳动参与在此

期间出现了显著下降。

表 ５　 城市劳动力市场参与变化 （被解释变量： 劳动参与或就业）

（１）
１６ ～ ６０ 岁

（２）
２５ ～ ５４ 岁

（３）
１６ ～ ６０ 岁

（４）
２５ ～ ５４ 岁

（５）
１６ ～ ６０ 岁

（６）
２５ ～ ５４ 岁

（７）
１６ ～ ６０ 岁

（８）
２５ ～ ５４ 岁

本地人口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８）
－ ０ １５５∗∗∗

（０ ００８）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５）
－ ０ １０８∗∗∗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１）
— — — —

２０１５ 年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３ × 本地

人口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０）
— — — —

２０１５ × 本地

人口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
观测值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Ｒ２ ０ １６６ ０ １０６ ０ １６３ ０ １０６ ０ １６６ ０ １０６ ０ １６２ ０ １０５

　 　 注：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劳动参与”， 劳动参与为 １， 未参与为 ０； 模型 （３） 和模

型 （４） 的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就业”， 就业为 １， 未就业为 ０；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的观测对象为 １６ ～ ６０ 岁人

口， 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为 ２５ ～ ５４ 岁人口； 模型 （５） 至模型 （８） 的观测对象与模型 （１） 至模型 （４） 一

致， 但方程设定形式为， 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样本定义为 “变化前”， 将 ２０１５ 年定义为 “变化后”； 所有方程都控

制了个人特征、 城市固定效应、 各城市相关年份的人均 ＧＤＰ （对数值）；∗∗∗、∗∗、∗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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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并没有寻找一个严格的 “外部干预”， 设计出 “干预前” 和 “干预后”， 而是借助一个

双差分估计框架， 更准确地测量城市本地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发生的相对变化， 因此， 对估计结果的解读并不是因果关系， 而是描述性统计分析。



　 　 进一步按照受教育程度对城镇人口进行区分， 以观察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本地人口

其劳动参与或就业是否出现了下降， 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首先， 当被解释变量为劳

动参与时， 模型 （１） 中， ２０１５∗本地人口∗中小学的系数为 － ０ ０８９； 模型 （２） 中，

２０１５∗本地人口∗中小学的系数为 － ０ ０６０， 两个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

当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时，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 ２０１３∗本地人口∗中小学的系数

为正， 但统计上不显著； ２０１５∗本地人口∗中小学的系数为负， 分别在 １％和 ５％的水

平上统计显著。 若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合并视为 “变化前”， 模型 （５） 至模型 （８）

中， ２０１５∗本地人口∗中小学的系数都显著为负。 ２０００ 年以来， 青年人口受教育时间

持续延长， 显著降低了 ２４ 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由此可以判

断， ２５ ～ ５４ 岁人口群体显示的估计结果更真实反映了市场变化情况。 上述结论说明，

城市本地人口中受教育较低的群体， 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均出现

了显著的下降， 这与推论 １ 相一致。

表 ６　 城市劳动力市场参与变化 （被解释变量： 劳动参与或就业）

（１）
１６ ～ ６０ 岁

（２）
２５ ～ ５４ 岁

（３）
１６ ～ ６０ 岁

（４）
２５ ～ ５４ 岁

（５）
１６ ～ ６０ 岁

（６）
２５ ～ ５４ 岁

（７）
１６ ～ ６０ 岁

（８）
２５ ～ ５４ 岁

本地人口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３ 年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４）

— — —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中学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３２∗∗∗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２５∗∗∗

（０ ０２８）
－ ０ １８１∗∗∗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２３）
－ ０ １１４∗∗∗

（０ ０２４）
－ ０ １３８∗∗∗

（０ ０２５）

２０１３ × 本地

人口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０）
— — — —

２０１５ × 本地

人口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３ ×中小学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８）
— — — —

２０１５ ×中小学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本地人口 ×
中小学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９）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７）
－ ０ １０４∗∗∗

（０ ０２０）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９６∗∗∗

（０ ０１１）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１）

２０１３ ×本地人

口 ×中小学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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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１６ ～ ６０

（２）
２５ ～ ５４

（３）
１６ ～ ６０

（４）
２５ ～ ５４

（５）
１６ ～ ６０

（６）
２５ ～ ５４

（７）
１６ ～ ６０

（８）
２５ ～ ５４

２０１５ ×本地人

口 ×中小学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６）

观测值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７７７９９ ６２６８９

Ｒ２ ０ １７２ ０ １１２ ０ １６８ ０ １１２ ０ １７１ ０ １１２ ０ １６７ ０ １１１

　 　 注：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劳动参与”， 劳动参与为 １， 未参与为 ０； 模型 （３） 和模

型 （４） 的被解释变量为 “是否就业”， 就业为 １， 未就业为 ０；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的观测对象为 １６ ～ ６０ 岁人

口， 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为 ２５ ～ ５４ 岁人口； 模型 （５） 至模型 （８） 的观测对象与模型 （１） 至模型 （４） 一

致， 但方程设定形式为， 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样本定义为 “变化前”， 将 ２０１５ 年定义为 “变化后”； 所有方程都控

制了个人特征、 城市固定效应和各城市相关年份的人均 ＧＤＰ （对数值）；∗∗∗、∗∗、∗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将表 ５ 和表 ６ 的估计结果结合起来可以判断，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 城市的劳动参

与率和就业率均出现了下降， 但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 该群体人口缺少

市场竞争力， 会率先退出劳动力市场。

（四） 社会各界对劳动年龄人口市场参与下降关注不够

表 ７ 报告了劳动者收入在此期间的变化，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被解释变量分

别为月工资和小时工资。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窗格 Ａ 报告了本地劳动者的月收入

和小时工资的基本变化①。 结果显示， 无论是 １６ ～ ６０ 岁人口群体还是 ２５ ～ ５４ 岁人口群

体， 本地劳动者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月收入相比于 ２０１０ 年都有所提升， 且在 １％ 的

水平上显著。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的窗格 Ａ 进一步测量了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变化，

本地人口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交互项系数大多为负， 且统计上总体不显著。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的窗格 Ａ 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样本合并视为 “变化前”，

这时， 本地劳动者 ２０１５ 年的月收入， 分别上升了 ７ ３％和 ６ ６％ ， 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 模型 （７） 和模型 （８） 的窗格 Ａ 列测量了小时工资的变化， 本地人口与 ２０１５ 年

交互项的系数为负， 但统计上不显著， 或仅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可以解读为， 即使相

对于流动人口， 本地人口的工资收入未出现显著下降。

模型 （１） 至模型 （８） 的窗格 Ｂ 报告了使用三次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用于反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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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月收入为被调查者自我报告。 在计算小时工资时， 将被调查者的社会保障缴费视为工

资一部分， 加总到工资里， 再除以每月工作小时得到。



地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其收入相对变化。 模型 （１） 至模型 （４） 的窗格 Ｂ
中， ２０１３∗本地人口∗中小学的系数较小， 而且统计上不显著； ２０１５∗本地人口∗中

小学的系数为正， 其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的系数在 ５％ 及以上的水平上显著。 把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样本合并视为 “变化前” 之后， 模型 （１） 至模型 （８） 的窗格 Ｂ 中，
２０１５∗本地人口∗中小学的系数都为正， 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窗格 Ｂ 显示的估计

结果看出， 即使区分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 受教育程度为中学及以下的本地人口，
其收入水平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未出现显著下降。

表 ７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变化 （被解释变量： 工资的对数值）

（１）
１６ ～ ６０ 岁

（２）
２５ ～ ５４ 岁

（３）
１６ ～ ６０ 岁

（４）
２５ ～ ５４ 岁

（５）
１６ ～ ６０ 岁

（６）
２５ ～ ５４ 岁

（７）
１６ ～ ６０ 岁

（８）
２５ ～ ５４ 岁

窗格 Ａ

本地人口
－ ０ ４２６∗∗∗

（０ ０１４）
－ ０ ４２３∗∗∗

（０ ０１６）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７）
－ ０ ３９５∗∗∗

（０ ００９）
－ ０ ３９０∗∗∗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９）

０ ２２２∗∗∗

（０ ０５４）
０ ２８１∗∗∗

（０ ０５９）
— — — —

２０１５ 年
０ ２０９∗∗∗

（０ ０５０）
０ ２３８∗∗∗

（０ ０５６）
０ ６２５∗∗∗

（０ ０６１）
０ ６８３∗∗∗

（０ ０６８）
０ ２５０∗∗∗

（０ ０１０）
０ ２５６∗∗∗

（０ ０１１）
０ ３８６∗∗∗

（０ ０１２）
０ ３８２∗∗∗

（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３ × 本地

人口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０）

— — — —

２０１５ × 本地

人口

０ １０７∗∗∗

（０ ０１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４）

观测值 ６５０９４ ５４３１０ ６２８８０ ５２６９４ ６５０９４ ５４３１０ ６２８８０ ５２６９４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３７４ ０ ４４５ ０ ４４２ ０ ３８９ ０ ３７４ ０ ４４５ ０ ４４２

窗格 Ｂ

２０１３ ×本地人

口 ×中小学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２）

— — — —

２０１５ ×本地人

口 ×中小学

０ １０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４）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６∗∗∗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２９）
０ １０３∗∗∗

（０ ０３１）

观测值 ６５０９４ ５４３１０ ６２８８０ ５２６９４ ６５０９４ ５４３１０ ６２８８０ ５２６９４

Ｒ２ ０ ３９１ ０ ３７６ ０ ４４６ ０ ４４４ ０ ３９０ ０ ３７５ ０ ４４６ ０ ４４３

　 　 注：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被解释变量为月工资的对数值，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被解释变量为调整了社会

保障因素后的小时工资的对数值； 模型 （１） 和模型 （３） 对应的年龄阶段为 １６ ～ ６０ 岁， 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对应的年龄阶段为 ２５ ～ ５４ 岁； 模型 （５） 至模型 （８） 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样本定义为 “变化前”， ２０１５ 年为 “变
化后”， 模型设定分别与模型 （１） 至模型 （４） 相同； 窗格 Ｂ 为三次交互项系数， 被解释变量同窗格 Ａ；∗∗∗、∗∗、∗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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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抽样调查数据的验证及进一步分析

（一） 其他抽样调查数据的验证

考虑到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单一数据源的研究结论可信度不够高， 本

文也尝试寻找更多其他来源的独立抽样调查数据， 以共同反映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中国

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变化趋势， 以验证前往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 在不同学

术机构所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中， 本文使用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ＣＬＤＳ） 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的家庭动态调查 （ＰＦＳＤ） 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

况综合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ＣＳＳ） 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ＣＧＳＳ） 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 （如图 １ 所示），
研究结论均与卫健委的三轮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结果相近。 这说明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中

国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

上述四个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尤其是从 ＣＳＳ 数据和 ＣＧＳＳ 数据的结果

中， 可以得出一个拓展性的判断：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中国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并非持续稳

定下降， 而是存在先升后降的变化特征。 中国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长期下降趋势，

是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决定的， 但它会受短期因素的影响， 在某个年份出现波动。
如果将四类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与 １９９５ 年以来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持续下降趋

势结合起来可以判断， 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下降势头仍然在继续， 并未得到根本的

扭转。
（二） 进一步分析： 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下降

表 ８ 报告了城市内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群体的周工作时间， 并仍然采用 ２５ ～ ５４
岁的计算口径。 由表 ８ 可知， 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均呈现出下降态势。 其

中本地人口的周工作时间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７ １ 小时，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不足 ４２ 小时， 其中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本地人口的工作时间由 ４３ ３ 小时，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０ ５ 小时，
接近政府规定的标准工作时间。 流动人口的实际工作时间显著长于本地人口， 但也在

显著下降， 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０ 小时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０ ７ 小时， 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流

动人口的周工作时间由 ４７ ２ 小时， 下降至 ４２ ５ 小时。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 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都出现了显著的减少， 支持

本文的推论 １ 和推论 ２ 中关于工作时间的预期， 也辅证了 “本地劳动年龄人口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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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状况 （２５ ～ ５４ 岁）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ＣＳＳ）、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ＣＧＳＳ）、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家庭动态调查 （ＰＦＳＤ） 数据计算得到。

边际上退出” 的可信性。 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最终表现为总劳动时间。 劳动年龄人口中

的就业率下降固然是总劳动时间减少的一个影响因素， 但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减少才是

影响总劳动时间的重要因素。

表 ８　 城市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工作时间

年份
全样本（小时） 中学及以下（小时） 大专及以上（小时）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本地人口 流动人口

２０１０ ４７ １ ６０ ０ ４７ ７ ５７ ４ ４３ ３ ４７ ２
２０１３ ４８ ０ ５９ ５ ４９ ２ ５７ ３ ４４ ６ ４８ ２
２０１５ ４１ ７ ５０ ７ ４２ ５ ４９ ７ ４０ ５ ４２ ５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进一步分析： 中国能否缓解劳动力短缺

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劳动参与率已经发生的变化可以判断， 中国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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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 型变化， 但转折点尚需要进

一步分析。 ２０１３ 年以来， 中国 １５ ～ ６４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超过最高点， 进入倒

Ｕ 型的右侧下降路径。 根据本文测算， 如表 ９ 所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期间中国就业率

下降了 ５ ６４ 个百分点， 可以推断， 中国实际就业者数量最高点出现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期间。

表 ９　 中国不同地区的就业率及变化

年份 城市（％ ） 镇（％ ） 农村（％ ） 总计（％ ）

１９８２ ８０ ７９ ７９ ９６ ８５ ３３ ８４ ４１

１９９０ ７６ ７１ ７６ ３９ ８８ １０ ８５ ３４

１９９５ ７５ ０９ ７２ ６４ ８６ ９３ ８４ ８０

２０００ ６５ ５０ ７２ ６５ ８９ ０６ ８０ ７４

２００５ ６５ ６９ ７１ １８ ８３ ９７ ７６ ２７

２０１０ ６３ ８８ ７１ ０１ ８６ ７５ ７６ ３５

２０１５ ６２ ８０ ６８ ９５ ７８ ４２ ７０ ７１

　 　 注： 就业率等于所有就业者除以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乘以 １００％ 。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和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５ 年） 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根据本文的推算， 如表 １０ 所示，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实际就业人数为 ７０９６５ 万

人， 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７７４５１ 万人减少了 ６４８６ 万人。 相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而

言， 本文的推算结果更能为 ２０１０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提供一个更合理的

解释。

表 １０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者

年份

（１）
人口（万人）
１５ ～ ６４ 岁

（２）
就业率

（％ ， 普查）

（３）
就业者

（万人， 推算）

（４）
就业者

（万人， 报告）

（５）
就业率

（％ ， 报告）

１９８２ ６２５１７ ８４ ４１ ５２７７２ ４５２９５ ７２ ４５

１９９０ ７６３０６ ８５ ３４ ６５１２２ ６４７４９ ８４ ８５

１９９５ ８１３９３ ８４ ８０ ６９０２２ ６８０６５ ８３ ６２

２０００ ８８９１０ ８０ ７４ ７１７８９ ７２０８５ ８１ ０８

２００５ ９４１９７ ７６ ２７ ７１８４２ ７４６４７ ７９ ２５

２０１０ ９９９３８ ７６ ３５ ７６２９９ ７６１０５ ７６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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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１）
人口（万人）
１５ ～ ６４ 岁

（２）
就业率

（％ ， 普查）

（３）
就业者

（万人， 推算）

（４）
就业者

（万人， 报告）

（５）
就业率

（％ ， 报告）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３６１ ７０ ７１ ７０９６５ ７７４５１ ７７ １７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２６０ — — ７７６０３ ７７ ４０

　 　 注： 第 （１） 列的 １５ ～ ６４ 岁人口数量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的表 ２ ～ ５； 第 （２） 列的就业率与表 ９ 一

致； 第 （３） 列的计算公式为： 第 （１） 列∗第 （２） 列 ／ １００； 第 （４） 列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的表

４ ～ ３； 第 （５） 列的计算公式为： 第 （４） 列 ／ 第 （１） 列∗１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全国人口普查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和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５ 年） 数据计算得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汇总数据显示 （如表 １１ 所示）， 中国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在增长。

由于城镇劳动者的生产率要高于农村劳动者， 城镇就业增长是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

率的途径。 但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 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边际成本持续提高， 随着

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持续下降， 通过乡城迁移来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收益会越

来越小。 当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在农村内部的转移规模已经与进入城镇者持平。 如

果城镇不能有效降低门槛， 比如， 降低房价、 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 为子女教育和医

疗提供更好的服务等， 很难吸引农村劳动力深度融入城镇。

表 １１　 中国劳动力的城乡分布

年份 城市（％ ） 镇（％ ） 农村（％ ） 总计（％ ）

１９８２ １１ １６ ６ ４９ ８２ ３５ １００
１９９０ １３ ２３ ７ ７８ ７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９ ７１ ９ ２３ ７１ ０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 ４５ １２ ０５ ６７ ４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５ １５ １６ １１ ５８ ７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６ ８４ １８ １４ ５５ ０２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３１ １０ ２３ ０３ ４５ ８７ １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和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５ 年） 数据计算得到。

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有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这是个经验事实。

随着年轻人口队列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持续上升并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 对提高总

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无疑是个积极因素。 但高等教育这个因素能否扭转持续下降的

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还需要深入分析。 第一， １６ ～ ２４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因为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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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时间延长而推迟进入市场， 会降低总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第二， ２５ 岁以上人口

中，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提高对劳动参与率的正向影响， 能否抵消劳动参与率下降

趋势和幅度呢？ 本文计算了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期间， １６ ～ ６４ 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提

高幅度， 为４ 个百分点。 然后， 本文做了一个有利于接受了高等教育群体的假定： 假定大

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群体的就业率为 ９０％， 中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的就业率为 ７０％，
那么， 高校扩招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能够将就业率提高 ０ ８０ 个百分点， 相对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５ ６４ 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 这个提高幅度过于细微。 从长期看， 坚持扩大高等教

育的规模， 是提高劳动参与的有效办法， 从短期看， 其对劳动参与的影响不会太大。
中国的高校扩招在 ２０１０ 年以来放慢了步伐， 一方面是适龄人口队列的规模在缩

小， 另一方面， 是经济落后地区的高中入学率难以提高， 限制了全国高中阶段学生的

规模， 成为高校进一步扩招的硬约束。 中央政府提出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战略目标，

但普及的难点在农村和落后地区， 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让孩子

上高中的机会成本在增大。

五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对判断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的增长

趋势至关重要。 本文使用国家卫健委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共计 １８ 个城市的中国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辅助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２００６
年以来的四轮家庭动态调查数据， 以及其他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三个抽样调查数据， 用

微观数据对这个宏观问题给出了回答。 研究发现，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

就业率在继续下降， 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以来， 未出现反弹的迹象。 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

经减少的条件下， 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继续下降， 使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以更快

的速度减少。 虽然单个抽样调查提供的证据都是弱证据， 但多个弱证据呈现同样变化

趋势时， 就是一个难以否认的强证据。
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持续下降的背后， 是家庭层面在 “工作—闲暇” 选择上发生

了变化， 收入增长使城乡家庭都愿意选择更多的闲暇。 其背后的经验事实为： 一是中

国的人口结构在快速老龄化， 需要投入家庭内照料的时间增多； 二是中国城乡家庭在

子女的 “数量—质量” 选择上， 愿意优生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陪伴与教育投资。 当家

庭成员将更多的时间投向家庭内的生产和服务， 那么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便会下降。

劳动力供给减少既体现在参与劳动的个体数量减少， 还体现在劳动者工作时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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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本文发现， 无论城市的本地人口还是流动人口， 其周工作时间都在显著下降。 工

作时间的减少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减少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 当建立在家庭决策基础

上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后， 试图通过外部的政策干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困难的。 因此，
在可见的将来， 中国很难扭转持续下降的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可以推断， 劳动力减

少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下降， 传统的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
本文所发现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持续下降， 从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角度， 能

解释 ２０１０ 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减速。 上述结论比人口红利消失的解释力更强， 因为劳动

年龄人口中， 只有一部分人是劳动力从而对 ＧＤＰ 做出直接贡献。 对进入中等偏上阶段

的中国来说， 只有保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度增长， 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面对

经济禀赋的变化， 学术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 转到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 认为这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陆旸、 蔡昉， ２０１６； 蔡昉， ２０１７）。
然而， 白重恩和张琼 （２０１５） 使用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８６） 增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

因素的经验研究显示， 中国在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３ 年保持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就业率

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影响。 可以推断， 未来一段时间内， 就业率下降和劳动

力数量减少， 不仅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还会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

负面影响， 进一步降低增长速度。 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显示， 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

段后， 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 竞争开始加剧， 国际环境也变得不利。 这意味着，

增长速度下降是个必须接受的事实。
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共同导致中国劳动力总量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减

少， 这个事实本身给本文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 当劳动力投入在持续减少时， 中国

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 显然， 这是一个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认

为要从人口的年龄—教育结构变化上找原因。 中国人口结构的特征为， 受教育水平随

年龄增大而降低， ２０１０ 年以来，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年龄大、 受教育程度低的劳

动者，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劳动者。 中国经济的动力正在由

高人力资本劳动者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组合， 替代普通技能劳动者与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组合。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
１９９９ 年以来的高校扩招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储备了人力资本， ２０１８ 年中国高校

毕业生超过 ８００ 万人， 占适龄队列人口的一半。 可以说， 人力资本为中国经济提供了

增长动力。 但是， 大量的低技术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 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 尤

其是养老保障的负担， 使中国的老龄化压力变得更加沉重。 如何开发这些低技能的大

龄劳动力， 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 减轻养老负担， 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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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附图 １　 中国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季度数据” 和

“月度数据” 计算得到。

附图 ２　 中国历年的劳动参与率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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